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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辑

关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讨论研究综述

韩湖初

2001 年广东省有关各方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

①对我国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到广东徐闻县实地考察，

一致得出了我国早于西汉已经开通了海上丝路的结论。从而把 1991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国际专家考察团所认定的南宋时期推前了一千多年，其最早始发港也

由福建的泉州移到岭南南海沿岸，从而恢复了历史原貌。会后出版了《(海上丝

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重大的学术成果。由黄鹤、秦柯

编的《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也对我国学术界关于我国古

代海上丝路的各家论述作了摘要汇编。笔者根据二者纵观各方的研究，比较一

致的意见是：关于我国古代海丝路最早始于西汉，番禺(广州)当时虽是岭南的

重要都会，但尚未具备最早始发港的条件；当时对外海上贸易中心在北部湾沿

海地区，合浦、徐闻和日南(今越南境内)是最早始发港，到吴晋以后海上贸易

中心逐渐转移到番禺。笔者比较，合浦处于北部湾北部沿岸的中心地带，其地

位比徐闻更为重要。现综述如下：

一、广州不是最早始发港，更不是“发祥地”

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古代海丝路形成于西汉。关于它的最早始发港，《汉

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达都元国、邑卢没国等

等，乃是公认最早、也是最有权威的记载。但广东(尤其广州方面)有论者虽不

否定《汉书》记载，却又认为番禺(广州)是当时始发港，甚至是“发祥地”②，

本次会议论文再次申述了主要理由：(一)“广州港湾条件良好”；(二)“秦末

汉初的广州为岭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三)“岭南早有造船行舟的

传统”，并进而从文献、考古的依据作了论证。③此外，刘亦文也称：广州是我

国古代海上丝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已是海外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

④；黄淼章则称：广州从秦汉时期以来就是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市和发祥地”

⑤，等等。一些广州的古迹如越秀山镇海楼其文物图片介绍也称广州为古代海



上丝路的“东方发祥地”。

无可否认，广州在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历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然而，多数

学者指出：我国古代海上丝路始于西汉。当时对外海上贸易中心在北部湾沿海

一带，而番禺(广州)并不具备成为最早始发港的条件。因此，把它定为最早始

发港、甚至升级为发祥地，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具体状况还是从航海科技的水平

考察，都是脱离实际和一厢情愿的看法。

其一、论者多引《史记》、《汉书》和《淮南子》等称赞番禺(广州)如何繁

荣，如《史记》的“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等，由

此肯定广州当时是我国中外贸易的“集散地”，是秦汉时岭南地区“唯一的都会”，

“它才是汉代海外贸易的中心”⑥，这是脱离了历史实际的。

不错，秦末汉初，擅自独立的南越国曾有一段相对稳定与繁荣时期，番禺(广

州)为南越国首都，作为岭南的大都会自然记载于史书。但不要忘记，汉武帝置

交州刺史部统辖岭南七郡，治所就设在交趾郡而非番禺。灭南越国次年交州治

所移至广信(今封开)，且持续了 375 年，至东汉末年才移至番禺。可见在两汉

大部分时间里，番禺并不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司徒尚纪指出：秦汉统一

岭南以后，“红河三角洲是汉帝国在岭南的经济中心”；从六朝时代开始，“广州

成为岭南政治中心，由广州首航丝绸之路开始使用海南岛东部海域”⑦ “汉

代番禺不是(丝绸之路)始发港”，但它“作为集散中外商品的功能和港市地位

无可置疑”⑧。阮应祺具体指出：汉武帝平南越时，军队攻入番禺纵火烧城，

宫室被毁，人民逃散，导致番禺所在南海郡人口迅速减少。据《汉书·地理志》

记载西汉后期岭南七郡户口，按人口多少排列，南海郡仅排第四，为当时交趾

郡人口的 1/8。交趾郡紧靠北部湾海上航道，人口一度远超南海郡，应是汉武帝

平定南越以后“实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置交州部将岭南政治中心西移的结

果；而当时“番禺尚不具备成为始发港的条件”⑨。王元林也指出：当时南海

郡的人口不但为交趾郡的 1/8，而且每县平均户数也少于交趾和九真，仅稍高于

合浦和日南两郡。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南海郡

人口少于苍梧郡，每县平均户数稍高于苍梧郡(交趾、郁林人口失载)。至汉末

吴时，广州初设和交广分治。六朝时广州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至此番禺

“确立了岭南对外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别是对外贸易港口已东移至广州”



⑩。申友良、谭光文也认为：汉时的番禺只是充当来自交趾湾或是来自东部沿

海一带贸易的“转运中心”，“只对海上丝路运来的商品有转运的功能，并不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只有“从东吴开始一直到南朝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

重心逐渐移至广州”⑾。针对广州是“始发港”和“发祥地”之说，著有《中

外交通史》的香港学者陈佳荣更是作了细致辨析，可归纳几点：(一)古番禺无

疑是秦汉岭南地区“一大都会”和“海内外商品辐辏的贸易中心”，但不一定非

是最早的对外启航发舶港口不可，即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至少在西汉就

未必如此”；(二)如果番禺确是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则《史记》、《汉书》“似

不应无载”；(三)尽管当时番禺集合了无数海内外贸易的奇珍异物，“但其来源

可能有多种多样”。他还结合其它方面的条件指出：两汉时“北部湾自然成了海

外交通繁忙地区”⑿。

其实，邓炳权称：从赵陀自立南越国至灭亡，“在这 103 年间，番禺一直是

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⒀；又称上引《汉书》所载是“第

一条见诸史书明载的世界东方的远洋航线”，到三国至南朝时开辟了由广州经海

南岛以东海面到东南亚的“南海丝绸之路的新航线”，“自此，北部湾航线及徐

闻和合浦港重要性降低”⒁。实际上承认两汉 400 多年中有 3/4 的时间广州并

不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对外海上贸易中其地位不如北部湾。可见

广州是古代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和“发祥地”之说难以成立。

大多数学者一致指出：两汉时受造船水平与航海技术的限制，广州仍未具

备出洋通商的条件，广州至印度洋航线尚未开通，当时南海海上贸易中心在北

部湾沿岸。陈佳荣指出：汉时“如由珠江口沿海出洋，须经波涛汹涌的琼州海

峡”；如由深海经海南岛东面南下，须经七洲洋。而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

回怕昆仑’”。从六朝唐宋，“逐渐形成‘广州通海夷道’，取代汉代的交州日南

航线”⒂；司徒尚纪、李燕则称：“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基

于航海技术、造船水平的原因，北部湾首先成为我国人民在南海活动范围，又

引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述琼州海峡为鲨鱼出没海区情形：“舟子曰：此鳅(鲨)

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沿)岸

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指出：“既然唐代从交趾航海入粤都要舍

舟登陆，则汉代更是如此。这种状况，往往为许多人所忽视，以为从广州西南



行，过琼州海峡即可入北部湾。恰恰是这个航行高危险区，改变了雷州半岛港

口分布格局”。因此“最好的航线是避开琼州海峡，取道北部湾南下”⒃。它如

张难生、叶恩显也认为：“确立了广州南海交通枢纽的地位”应是在吴晋南朝时

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开通了由广州起航的穿越海南岛东部海面，

经西沙群岛直航东南亚地区的新航线”⒄，等等。

还应说明的，1974 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⒅被誉

为“十分重大的考古发现，被列为国宝保护单位，被载入各种著述”。然而，2000

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受到了来自全国船舶史、古建筑、地理学、

地方志和考古学界专家学者的质疑，以致否定是造船台”，“这对番禺是汉代的

始发港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⒆。在本次学术会议中多数同志不再引述，说明

否定的结论已被多数学者接受。

但《珠江文化丛书》之一《交融与辉映》的《前言》竟然称广州是“世上

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详地’”⒇，真是令人惊讶!但该书又承认：《汉

书》由徐闻、合浦起航的记载是“关于南向海上交通一途最早的最明确的记载”

(21)，直到吴晋时期广州的航线开通，才“直接导致了徐闻、合浦的衰微，为

广州港的潜在优势得以发挥提供机会”(22)。既然吴晋之前广州的出海航线尚

未开通，又如何成为“始发港”和“发祥地”呢?

二、北部湾是我国汉代对外海上贸易中心，

合浦、徐闻和日南的最早始发港地位无可置疑

大多数学者指出：北部湾沿岸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据

《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徐闻和日南是我国汉代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

对此无可置疑。

司徒尚纪指出：秦汉统一岭南以后，“红河三角洲是汉帝国在岭南的经济

中心，故汉武帝在这一带设置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郡，居岭南郡建置大部

分”；北部湾“首先成为我国人民在南海活动范围”，其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

交通枢纽”(23)。陈佳荣认为：探讨始发港问题应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交趾、

九真、日南等郡属汉朝版图”，二是“依当时航行水平，北部湾乃是南海最佳对

外航行区域”。根据文献记载，由交趾至日南既为当时中国最南边疆，州治又一



度设于此处，北部湾“自然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区”，它“应较番禺郡为频繁”

(24)结论是：“由南海至印度洋的远洋航线开辟于西汉”，北部湾是“南海最佳

对外航行区域”；日南、徐闻、合浦乃是这一航线之始发点“无可怀疑”(25)。

黄启臣则指出：西汉时从徐闻、合浦出海的船舶已航达南亚次大陆南端；东汉

时则直航至红海(大秦)，形成了“横贯亚、欧、非三大洲的东西方‘海上丝绸

之路’”，“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伟大壮举”(26)。张泽南、弟增智说：两汉时已

有以徐闻和合浦为起点的“从海上通往东南亚各国以至远东地区和非洲的‘丝

绸之路一’”(27)，等等。

汉代北部湾沿岸海上贸易如此繁荣并成为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除了它

位于我国最南端，是海上通往西亚的最佳捷径，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

远航西亚须沿北部湾沿岸航行并须借助季风；二是灵渠的开凿沟通了该地区与

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联系。

徐俊鸣、司徒尚纪、陈佳荣、陈立新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论述，其中尤以

陈立新最为具体详细。他指出：西汉时指南针尚未应用于航海，风帆也未出现，

故必须利用海流。由于航速慢，航海时白天观日和海岸标志，晚上靠观察星象，

并须沿岸行驶，“这样一旦遭遇暴风时方能迅速靠岸躲避”。再者，粤西海区受

大气环流和季风的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盛行西南季风。如果在

秋季东北季风期从徐闻起航，船舶将被海流冲经海南岛西岸而进入南海大洋中，

十分危险，如果在春末至戛盛行西南季风期从徐闻启航，则船舶将在北部湾转

一圈后仍然会被环流带回到徐闻。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当每年 10 月东北

风起之前10天左右航船在雷州半岛西南端的徐闻顺北部湾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

端的合浦候风；待东北信风一起，又顺风顺流沿北部湾西部、越南东岸航行到

金瓯角”。这样，西汉船队用 2 个月可达金瓯角，再用 2个月时间可到达马来半

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28)。

其次，灵渠的开通，沟通了北部湾与中原、长江流域的联系，使之成为我

国对外海上交通的枢纽。

北部湾沿岸早已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港口，西南的货物由此出洋比从广

州要方便简捷。何方耀指出：自秦汉以来，连接我国西南和南粤的牂牁江（今

西江）一直就是西南进入南粤沿海地区的重要商费通道，并引《汉书》和屈大



均《广东新语》记载为证(29)。秦始皇派兵南征百越，为运输粮食在广西桂林

附近兴安县开凿灵渠，把西江支流漓江和长江支流湘江的上源联接，开通了由

湘西经灵渠南下合浦的交通路线。由此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货物可由此出海，从

而促进了北部湾的海上贸易。周家干指出：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了中原至合

浦的水陆”；且平定百越后使大批移民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

术，加快了合浦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成为我国对海外交通、贸易必经

之路”(30)。张九皋指出：灵渠“沟通中原与珠江流域的联系，自桂江通过北

流江，旱路越分水坳进入南流江”（合浦即南流江出海处）。由于分水坳的旱路

不过 16公里，故比绕通广州便捷多了。“西汉后期，汉朝开凿湖南南部的峤通，

对灵渠进一步治理，使湘江、桂江、北流江、南流江这条自中原至合浦出北部

湾的水道更加通畅，使合浦港成为汉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31)。刘明

贤指出：从西安(首都)经灵渠至合浦的秦汉古道，与古代西北陆上的、南方海

上的“丝绸之路”，“三条古代交通大动脉构成了亚欧两大洲的古代海陆交通循

环圈”，它“对于发展两大洲的古代国际贸易和洲际交通曾发挥过无以估量的推

动作用”(32)。而邓炳权称：灵渠开通“使广州腹地更为深广，有利进口货物

集散与商贾往来”(33)。其实灵渠的开通使中原和长江领域的许多货物无须经

广州出海。邓端本指出：由于汉武帝锐意开拓日南、交趾等地的对外贸易，从

岭南通中原便侧重于合浦——灵渠的路线。“因此，汉使从长安出发，通过灵渠

进入岭南后，便无需绕道广州”，而直接从北部湾出航(34)。有论者又称：西汉

使者前往印度南部“主要应从全国有数的‘都会’番禺(广州)出发”，“主要

的终点仍应是番禺(广州)”(35)，《汉书》记载日南、徐闻和合浦为始发港而不

提广州，是因为广州“仍属于国内航运”(36)；而“这三个港口是离开国门”，

“乃(汉朝使者)离开国境的计程起点”。但是，自秦开灵渠，汉使自可走西安

——灵渠——合浦路线，广州并非国都，何必要绕一个大弯?再说，如从广州出

发，须经风波险恶的琼州海峡，过后岂不是又要经合浦?黄伟宗也说：汉武帝所

派使者是由广信(封开)从徐闻和合浦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出发的

(37)。

其实，邓炳权也说：“徐闻、合浦作为汉朝使者的启航地，海上丝绸之路

的始发港，有其特殊意义”；又说在三国至南朝新开辟了由广州经海南岛东面到



东南亚的新航线，缩短了航程和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南海丝绸之路有新

的发展”，自此北部湾航线“重要性下降”(38)。这岂不是承认从广州直接出洋

的航线要晚于北部湾航线?

而合浦大型汉墓群以及贵港、梧州等地汉墓至今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

錾刻花纹铜器、黄金、玛瑙、水晶、琥珀、香料，等等，足见北部湾和合浦在

汉代是海上贸易繁忙地区。蒋廷瑜、彭书琳指出：秦汉时期在中国南方，兴起

的一种錾刻花纹工艺：“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錾凿和镂刻

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该器显得特别精美华丽。这类青铜器

包括盛食器、饮食器、熏炉、灯具等，都是居室的日用器。这类铜器主要集中

发现于广西东南地区，尤其以合浦、贵港、梧州三地汉墓中出土最多”(39)。

见于合浦汉墓的有承盘、酒樽、焦壶、食盒、魁、卮、杯、熏炉、凤凰灯等等。

仅望牛岭 1 号墓出土 20 件，堂排 2 号墓 10 件。这类青铜器主要集中发现于广

西东南地区，尤以合浦、贵港、梧州三地汉墓中出土最多，三地正处于灵渠—

—合浦的交通线上，说明该路线在汉代是繁忙兴旺的。又如黄金，合浦、贵港、

梧州，乃至广州的汉墓中均有发现。合浦望牛岭 1 号墓出土金饼两枚，贵港罗

泊湾 2号墓出土金饼 1枚。这 3 枚金饼的大小、轻重都比较接近，。与全国各地

出土的汉代金饼规格相近，实际重量接近汉代标准重量的一斤，也与文献记载

相合。“金饼在合浦、贵港的发现，也是海上贸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国际货币

的反映。”这就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西汉海船

是“赍黄金、杂缯而往”的。合浦还出土有金戒指 5 枚、龙首金带钩一枚(重 55

克)、金珠、金串珠(6 枚)。“这些金器有的是当地官僚贵族的用器，有的可能

是原来准备出海的商品，后来转为‘内销’成了陪葬品。”(40)再如玛瑙、水晶、

琥珀，截止 20 世纪 90 年代，仅从合浦、贵港、梧州、贺州等地汉墓的出土所

作粗略统计，计有：玛瑙珠 220 件，缠丝玛瑙珠 12 枚，苔丝玛瑙珠 17 枚，肉

红石髓珠 88枚。另有玛瑙做的杯、耳珰、耳塞、扣、戒指，盘龙饰共 20多件，

肉红石髓雕刻的狮 6件、鹅 5件；有水晶珠 100 多枚，绿松石珠 10多枚；有琥

珀珠 250 多枚，琥珀雕的小动物 2 件、狮 3 件、印章 3 枚，琥珀指环 1 枚等。

当时琥珀价值昂贵，用琥珀雕成小动物雕像更加值钱。我国原来没有狮子，合

浦堂排汉墓出土用琥珀和肉红石髓雕成的狮子，“也是琥珀、玛瑙从海上输入的



例证”(41)还有香料，广州汉墓中出土有焚香用的熏炉和香料实物，而在合浦、

贵港、梧州、贺州、兴安的汉墓中也有类似的熏炉出土，“说明南洋来的龙脑香

也有从合浦港”进入我国。而且，在海外贸易中“还有原料的输入和技术的引

进”。前者如我国工匠利用输入的玛瑙、琥珀加工成传统用品戒指、耳塞、印章

等；后者如玻璃烧造，我国工人吸收西方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料加以制造。(42)

此外，近年在合浦沿海一带和南流江出海口处，发现了许多汉代陶瓷窑址。这

些陶瓷的生产量很大，看来大多是为出口服务的(43)。

以上材料不少早已见于 1990 年前的《考古》等刊物，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中

的铜凤灯、铜魁、三足盘等曾作为中国文物精品在亚、欧、美等洲展出(44)；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刊有“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墓出土铜凤灯、鸭首铜

方匝”图片(1978 年版)，而有的论者竟然于 1991 年称：徐闻、合浦“还未发现

有一定规模的汉墓，说明作为‘海上丝路起点城市’并未存在”(45)，连基本

的资料都没有查阅便大胆作出结论，实在令人吃惊。

其它方面还有不少佐证。广东省博物馆杨豪先生近年在印尼一些城市的博

物馆中看到有汉代粤式铜鼓(以广西铸造的数量最多)，一些村寨建筑物大门饰

青蛙雕刻，并采取“干栏”式建筑，“说明汉代岭南居民可能假道丝绸之路迁居

印尼一带”(46)。司徒尚纪称：在南太平洋不少地带“均发现古越人新石器特

有的段石锛，表明古越人可能航海到此。”1976 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一面

铜鼓，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图案，形式与现在太平洋诸群岛各民族使用的双身独

木舟极为相似，“同样隐示古越人早就走向海洋，其冲要之区当是南海诸岛”

(47)。包驰林等指出：在印尼一些古墓中，“除了五铢钱外，还有中国汉代的

陶鼎(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同年的纪年铭文)、陶魁等，在北海合浦凸鬼岭汉墓

和望牛岭汉墓就分别出土了两件陶鼎和两件铜魁，说明汉代北海(合浦)与印度

尼西亚关系密切”：而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 1000 多件文物，其中玛瑙、水晶、

琥珀等饰物，经专家考证，“就是由海外传入”(48)。吴小玲称：在印尼发现西

汉的雕像和浮雕；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发现汉代五铢钱、陶鼎、陶魁

等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鼎(底部带有西汉元帝纪年铭文)陶魁相类似；在新加坡

出土有“汉代罐鼓”，马来西亚柔佛河流域发掘出秦汉时代的陶器残片；合浦汉

墓出土不少中原汉墓少见的壁琉璃(玻璃珠)和人形足铜盘，其人形与马来半岛、



苏门答腊岛等地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相似；还有头部硕大、胡须满颊、

鼻梁勾如鹰咀的陶俑(说明汉时有我国西北的胡人或外国阿拉伯人在合浦活动)

等等(49)。这些材料说明，北部湾古越人早在秦汉之前已经远航东南亚甚至南

太平洋，它是我国最早开展远洋贸易和活动的地区。

综上两方面论述，正如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徐俊鸣教授指出：(一)秦汉

时代，广州附近地区的经济和海上交通和贸易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由

于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广州未能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所以“汉代从

南海出航的地点不在番禺”；晋代以前，“徐闻、合浦、日南是南海市舶冲要”，

其后，“广州已能直航外国，成为通往海外诸国的主要港口了”(50)；(二)我国

海丝路的始发港最早在北部湾，至汉末三国才逐渐东移番禺。这也就是陈佳荣

所总结的“由南向北逐渐的趋势”，即两汉为日南、徐闻、合浦；吴晋至隋唐广

州；元宋时期泉州；明代福州、苏州；清代上海等(51)。王元林还从主、客观

两方面探索“南海丝路东移番禺”的原因。客观方面：一是六朝时期“岭南经

济区和番禺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二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广州可以取

道海南岛东南岸直航出洋；三是徐闻、合浦一带时有叛乱影响了两地的沿海贸

易活动。而主观方面：一是东吴时交州治所移至番禺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二

是番禺的城市建设日渐完善；三是六朝时广州治所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52)。

三、合浦地处北部湾沿岸中心，其地位无疑比徐闻更为重要

司徒尚纪指出：“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秦汉定都关中，

经济重心偏西，与岭南和海外联系，过秦岭，入汉中，跨洞庭，溯湘江，经灵

渠，顺湘桂走廊，过(桂)鬼门关，顺南流江即出北部湾。所以《汉书·地理志》

所列三个对外通商港口，都环绕北部湾分布”，而且“直到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

岭道之前，湘桂走廊和贺江交通地位并未动摇或削弱，由此也形成岭南开发自

西向东、从北向南空间推进格局。番禺在三国以前不是始发港也与这个总体经

济格局有关”；而“其中合浦港地位至为重要”(53)。

本来，合浦与徐闻均为我国古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这是《汉书》明确

记载和学术界公认的。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称：两汉时期与南边

诸国的船舶出发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翦伯赞《秦汉史》指出：西汉时代



“三条商路通达中亚”之三是由合浦“沿安南海岸，经南洋以达印度，再由印

度登陆以入中亚”(54)。郭、翦二说并不矛盾，因为徐闻和合浦均可出航。但

有论者如徐闻县的黄强称：经 2000-2001 年各方专家组成的“海上丝路”考察

团考察，“得出了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是雷州半岛的徐闻的结论，在

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这是一次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文化发现”(55)。据

与会者称：学术会一致认为日南、合浦和徐闻均为最早始发港，举徐闻而略合

浦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实，合浦在汉代海上丝路的地位比徐闻更为重要。

首先要辨清的是，一些论著乃至合浦、北海的一些方志称：西汉置合浦郡

时郡治设在徐闻，直至东汉才移治合浦(也有学者注明一说合浦)。对此，广西

博物馆的蒋廷瑜、彭书琳从文献记载和郡治条件作了详细的辨析，结论是两汉

时合浦一直是该郡郡治所在。

蒋、彭指出：已有雷坚等当代学者引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人杜佑的

《通典》、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文献，证明两汉时合浦一直为郡治：《水

经注》称郁水“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

《通典》称廉州(合浦县城)为“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而称雷州

“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唐代廉州即今之合浦，雷州即今雷州半

岛(含徐闻)，可见杜佑认为徐闻在汉时是“合浦郡地”，不曾为郡治。《舆地纪

胜》则在廉州条下写明：“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也。”在合浦县条

下注日：“倚郭，本汉合浦郡”。上述三者或明确记载、或问接说明合浦自置郡

起就是郡治所在。《汉书·地理志》虽把徐闻列为合浦郡五县之首，但并未注明

就是郡治。《后汉书·郡国志》重载合浦郡县时把合浦列为首县，并明确说该志

“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这就“肯定合浦县即是合浦郡的治所”，“而在两

汉期间，没有发现合浦郡治有改动的记载”(56)。有些论者以《后汉书》首县

即为郡治之例，推论《汉书》既然把徐闻列为首县，亦应是郡治。阮应祺更以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岭南七郡其中六郡均以首县为郡治，说明《汉书》亦

应如此(57)。但既然《汉书》没有明确说有此体例，我们便不能说它一定如此。

以《旧唐书》来说，既然明知岭南七郡中有六郡如此，为什么偏偏不但不说首

县徐闻是郡治，反而在徐闻(唐代徐闻县即今徐闻县)条只说“汉县名”?可见它



并非疏忽，而是在它眼里徐闻并非郡治，这自然有其道理。笔者查《后汉书·郡

国志》序文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可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力的证据。其云：

“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

就是说，从秦至三国时期(尤其东汉以来)，有关郡、县的设置和改动，该志都

是有记载的。如会稽郡，注明“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吴郡则注

明“顺帝分会稽置”；犍为郡则注明“武帝置”、“刘璋分立江阳郡”；鲁国郡则

注明“秦薛郡，高后改。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等等。该书对岭南诸郡的

名称和郡治的改动也均有记载，郁林郡注明“秦桂林郡，武帝更名”：日南郡注

明“秦象郡，武帝更名”；交趾郡注明“武帝置，即安阳王国”。合浦郡则云“武

帝置”，没有郡治变动的任何记载。可见两汉时期合浦一直就是郡治所在。而时

间要晚得多的《大清一统志》和《合浦县志》、《廉州府志》等称西汉时合浦郡

治在徐闻、东汉移至合浦，显然不足为据。

其实，是否成为郡治，文献记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要看是否具备成为

郡治的条件。因此，不妨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军事意义和交通情况等综合

考察。

如果徐闻是西汉时合浦郡的治所，那么，在哪里呢?有论者认为古徐闻在今

海康县(现雷州市)。但已有论者指出：汉代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

偏西的海边。因为，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徐闻应是一个海港，而现今

的海康县内没有适合的海港，附近未发现大片汉代遗址或墓葬，因此不可能是

汉代徐闻县城的故地”(58)。1977 年在雷州半岛南端，西濒北部湾的狭长地带，

发现汉代数量众多的遗址、墓葬，应是当时人烟稠密的地区，据此，“汉代徐闻

县城很可能是在这片范围之内”(59)。2001 年 3 月广东组织的专家考察，也初

步认定了这一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遗址之一”(60)。但是，

即使汉代徐闻县城就在这里，考虑到这个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又无内河可行驶，

陆路也较因难，很难想像汉代郡治会设在这里”，因此“不存在西汉设郡的迹象”

(61)。

而合浦东连广信、番禺，西控交趾，北连中原和长江流域，南通东南亚和

印度洋。谭棣华指出：“在汉朝，徐闻和合浦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在对外

交往中显得突出。徐闻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地扼琼州海峡，是通往海南岛的



桥头堡。合浦则濒临北部湾，是番禺前往东南亚必经之地，汉设合浦郡，并把

徐闻划归合浦管辖，以此加强合浦的政治地位，合浦自然成为西汉时期来华的

首冲口岸”(62)。尤其对交趾等地的控制而言，合浦无疑要比徐闻直接和重要。

邓开朝、吴凯称：徐闻是汉代后伏波将军马援平息交趾的“合浦海道上的要冲”

(63)。其实马援是在平息海南岛之乱后挥师经徐闻前往合浦的。如果从番禺、

广信至合浦，或顺湘桂走廊从南流江至合浦，均无需经徐闻。因此，合浦才是

控制交趾的军事重镇。鉴于汉朝在海南岛设郡后又先后两次罢弃，可见当时该

岛尚在开发阶段，而交趾一带早已成为经济发展和海上贸易繁荣的地区。合浦

这一战略地位无疑应是汉朝选择郡治的重要条件。

如从自然环境、特产资源和经济发展来看，“徐闻无内陆大河作为依托，

土地贫瘠干旱，每年多台风袭击，而港湾开阔，无阻挡风浪之屏障”；而合浦处

南流江入海口，地势北高南低，是一个天然良港。南流江全长 250 公里，流域

9545 平方公里。两岸是肥沃的冲积平原和良好的稻作农业区，又有渔盐之利，

水上交通南可出海，北溯南流江可联珠江流域和中原，“应是古代滨海地区政治

中心的首选之区”(64)。而且，早在汉代合浦的桑蚕业已得到普遍的发展。其

北部地区早已生产蚕丝(以天然树蚕木蚕为主)，东汉时由于桑蚕获利，故中部

地区普遍种桑养蚕缫丝(65)。合浦又以盛产珍珠闻名。其珠母主要是马氏珍珠

贝，俗称珍珠螺。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合浦有珠母海，即珠池。合浦

沿海有多处天然珠池，在秦汉前已有采珍珠。《汉书·王章传》载西汉成帝时京

兆尹王章遭陷冤死，其妻子被流放合浦，“以采珠为业”，七、八年间“致产

数万”(66)。张荣芳、周家卫也指出：汉代合浦郡“是岭南最主要的珍珠产地，

也是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采珠业和商业贸易十分发达”(67)。

既然合浦有上述诸多优越条件，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的“海上交通枢

纽”，合浦自然是“枢纽”中的“枢纽”。难道有比它更适合的郡治选择?可见，

无论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繁荣、军事战略来考虑，要选择郡治，合浦

远胜于徐闻。(细想：如果先以徐闻为郡治，为何不称“徐闻郡”而称“合浦郡”?

故“合浦”之名应是从郡治而来。)

再从两地汉墓的规模、数量和出土文物的档次来看，从中显现不出徐闻曾

为郡治的迹象，而合浦则当之无愧。



至今徐闻发现和发掘了 200 多座汉墓，年代跨越西汉元鼎(前 116 年)至东

汉末年的三百多年间，并出土一批海外舶来的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琉璃

珠等文物，但均为中、小型平民墓。据笔者粗略统计，其出土文物总计陶器、

陶珠、铁器、铜器、五铢钱、珠饰、肩石斧等不足 600 件，其中珠饰 308 颗，

占了半数(68)。关于徐闻汉墓，徐闻的同志概括其特点为：呈群体分布，如华

丰岭、红坎、英含、槟榔埚等地汉墓，反映了汉代“聚族权而居，聚族而葬”

的风俗；“全不见封土，无碑刻”；“大多数为砖室墓，少数土坑墓”(有一部分

为就地采料的珊瑚室墓)；“随葬品不奢侈，大部分属实用品，但种类繁多，数

量较大”；“目前尚未发现大型汉墓，但每座都有随葬品，随藏物有铜器、铜剑、

铜镜、铁剑印章、吉祥语铭文砖，其墓主不是一般平民。墓葬中出现玛瑙珠饰

等物是对外贸易的商品，表明这些贵重物品已成为当时不是一般平民的奢侈

品。”(69)

而合浦汉墓群规模大、数量多，且出土文物之丰富、档次之高，均为徐闻

远远不及。

从数量说，徐闻汉墓不过 200 多座；而据合浦博物馆同志介绍，合浦廉州

县城廉州镇附近的汉墓群，有封土可数并已作标号的为 1056 座，以通常 1:5 的

比例计算，连地表下的共有 6000 多座(已清理发掘为数百座)，时间大多数在西

汉中叶至东汉时期。从规模来说，徐闻多为小型平民墓(即使不是一般平民，亦

非大官大贾)，至今尚未发现大型墓；而合浦则有不少相当郡守一级官吏的大型

汉墓。如已发掘的望牛岭 1 号汉墓，封土直径 40米，高 5 米，其墓道全长 25.8

米、最宽处 14 米、深 8.8 米；而徐闻最大的那涧东坡汉墓(迄今粤西发现的最

大汉墓)墓道全长 4.63 米、宽 1.6 米、通高 1.71 米，两者比较，前者为后者的

6 至 8倍。又如已清理、发掘的合浦堂排 2 号汉墓、黄坭岗西汉墓、风门岭东汉

砖室墓，“这些墓都可能是郡守一级的官吏的墓”(70)。如果连尚未发掘的，

合浦大型汉墓恐怕少则数十，多则有数百座。可见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实

属罕见!

再从出土文物的数量来说，徐闻汉墓出土陶器、铁器、铜器、五铢钱、珠

饰等共计不足 600 件，其中比较珍贵的水晶珠 1 件、玛瑙珠 1 件、银饰 4 件，

没有金器。而合浦望牛岭 1 号汉墓出土随葬器物总数达 245 件，铜、漆、陶、



铁、玉石、琉璃，应有尽有。有两件陶提桶内壁书写“九真府”等款，推测墓

主曾任九真郡太守，应是地方豪强(71)；堂排汉墓随葬品 230 件，有金戒指、

金手镯和大量琉璃、水晶、玛瑙配饰品(72)；黄坭岗汉墓出土大量铜、铁 47件，

金、银器 8 件，玉、石配饰品近 200 件，其中有金戒指、银戒指、金球、金珠、

玛瑙、水晶、串珠、琥珀穿珠、琉璃穿珠等等。另有母猪岭中小型砖室汉墓 6

座，北海市盘子岭东汉中小型汉墓 38座(73)，均有不少文物出土。而且就其档

次来说，徐闻亦非合浦可比。徐闻至今未出土有金器，仅有银饰 4 件；而合浦

则出土不少金银器，如金戒指、金手镯、龙首金带钩、金球、金珠等。合浦又

出土大量引人注目的錾刻花纹铜器，其中的铜风灯、铜魁、三足盘等作为中国

文物精品曾在亚、欧、美等洲展出(74)，铜凤灯还被选为展览会的会标，范文

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1987 年版)图板就有“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墓出土铜

凤灯、鸭首铜方匜”。而这些都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由此可以想见西汉时期合

浦已是一座商贸发达、水陆运输畅达、人烟稠密的江海港口城市”(75)。

综观两地汉墓，徐闻汉墓作为汉代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的见证，是可以

的；但要是作为西汉时合浦郡的郡治，那就只有合浦才有当之无愧了。

二书内容丰富，因篇幅有限，本文挂一漏万，又囿于所见，谨请方家和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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